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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资源所供图

1950年 9月 5日，在中国科学院一间办公室

内，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望着窗外，陷入了沉

思。已经花甲之年的竺可桢心中盘桓着一个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工作极其重要，应该如何迎接

祖国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潮呢？

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

济封锁，要把中国建设成富强的国家，必须谋求自给

自足的办法。

如何自给自足？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

桢认为，必须合理配置资源。这意味着要通过彻底

普查摸清全国地形、气候、土地、水利、矿藏、动植

物、人口等自然资源“家底”，据此设计出一个比较

合理的发展方案。

竺可桢想，面对这个极重要且极复杂的问题，中

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有责任挑起这副

重担。

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建议并主动承担起祖国

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的重任，组织实施全国自然资源

综合考察工作。一代代科考人翻山越岭、跨江渡河，

“梳理”祖国山河大地，让祖国建设“有本可依”。

拓
荒
岁
月：

中
国
自
然
资
源
科
考
从
这
里
出
发

本
报
记
者
冯
丽
妃

打开中国综合科学考察事业的恢
宏画卷，一支支浩浩荡荡的科学考察
队伍穿过风霜雨雪，跨越千山万水，精
诚合作，砥砺前行。那些朴素的衣着、
坚定的脚步、耀眼的成就，哪怕只是惊
鸿一瞥，也令人印象深刻。

1976年，孙鸿烈在“青藏高原的高
原”阿里地区考察时，早晨起来经常不
洗脸、不刷牙。“水太冰了！即使是夏天，
早晨打水的小河都结冰，每天早上要用
棍子或石头把冰砸开个窟窿，才能把冰
水舀出来。”在野外馒头冻住了，小铝壶
里装的水也冻住了，大家只好就着唾液
“斯斯文文”地啃压缩饼干。一条 5厘米
长、2厘米宽、半厘米厚的压缩饼干，都
很难吃完，因为太干了。

孙鸿烈用“实在很可爱”形容首次
参加青藏科考的队员们。他回忆说：
“因为西藏野外考察的艰苦和高山反
应的折磨，有的同志几年工作下来，头
发都掉光了；有的同志牙齿都松动了，
换成了假牙；还有的同志得了胃病，因
为吃饭很不规律。即使在这样的情况
下，每个队员都保持着乐观的、昂扬的
斗志。”

野外考察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是
家常便饭。在 20世纪 80年代第二次
新疆综合考察中，石玉麟担任队长。长
期的野外生活让他患上了胆囊炎、胆
结石等疾病，不得不住院手术，但他一
出院就毅然再次出征。
“我常怀念那段快乐、艰险的考察

生活，它陶冶了我们这代人乐观、自
信、无畏的革命情操，磨炼并造就了我
们敢于探索、勇于拼搏的科学精神。”
白发苍苍的石玉麟说。

今天，在老一辈科学家曾经奋斗

过的大地上，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到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
察，新时代的中国科学院人接过拼搏
的接力棒，书写着新的答卷。

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中，科考队员们在一次科考“摸家底”
的基础上，更多关注于“变化”，发现了
许多动植物新种和超大型稀有金属矿
产资源，认为高原人类活动强度低，生
态整体向好，但“水塔”失衡，冰崩、冰
湖溃决等灾害风险增加，用科学数据
说明青藏高原这片“世界上最后一方
净土”需要更好的守护。

在 2021 年启动的第三次新疆综
合科学考察中，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与地理资源所都是主要参与方。科考
队员们踏遍新疆的冰川、荒漠、河流、
高山，面向资源、环境、生态本底变化，
聚焦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生态
承载能力，探寻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将把前两次科考数据和

第三次科考数据融为一体，查清新
疆自然生态环境近 30 年来的变化，
为新疆未来 30 年发展规划提供科
学依据。”此次综合考察工作组副组
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分党组书
记陈曦说。

孙鸿烈表示：“70 多年的中国综
合考察实践证明，综合考察必须是多
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只有通过跨越学
科的综合分析、论证，才能发现区域发
展中面临的问题，才能保护好、发展好
一个区域。”

他期望，新时代的青年科学家秉
承科考传统和精神，深入实际，重视野
外调查，梳理山河，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资
源考察迫在眉睫。

彼时，我国每年人均粮食仅 209
公斤。哪些土地可以开垦？有多少矿产
资源可以开发？橡胶等特种资源如何
自给自足？一切都需要调查研究。

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民群众对
地理和资源情况，特别是边疆地区情
况的了解十分有限，亟待通过科学考
察填补空白。例如，珠穆朗玛峰是世界
最高峰，但彼时我国出版的地图都不
知其名，盲从外国称之为埃佛勒斯峰；
我国大陆海岸线南北延伸长达 18400
余公里，但日常所用有关图册都以英
国和日本的测图为蓝本；黑龙江上游
和西藏等许多边区未经实地勘察，在
地理资源图上还是空白点。

1951年，受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
委托，中国科学院组建了由地质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前身之一）地质学家李璞任队长的
西藏科考队。科考队 50多位研究人员
携带气压表、罗盘等简陋装备，跟随西
藏工作队拓荒前行。他们用近 3年时
间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
南至雅鲁藏布江以南、北至藏北高原伦
坡拉盆地的考察，编制了沿途 150万
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收集了土
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
“这是中国人获得的第一批比较

系统的西藏科学资料。”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以下简称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孙鸿
烈说。

这次考察点燃了星星之火，迈出
了中国综合科学考察的第一步。

紧接着，1952年到 1955年，中国
科学院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云南以
及华南等区域的橡胶资源、黄河中
游水土保持状况等组织了专题性科

学考察。
随着综合考察的脚步向前迈进，

1955年 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
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的报
告中，提出在院内设置一个“综合考察
工作委员会”，以适应全院日益繁重的
综合考察任务。该提议同年年底获国
务院批准。

1956年 1月 1日，中国科学院综
合科学考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综
考会，1999年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
所合并为地理资源所）应运而生，由竺
可桢兼任主任。

这一年，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序
幕拉开。第一份中国科技发展蓝图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编制完成，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
号角，其中明确了自然资源综合科学
考察的各项任务，使我国自然资源综
合考察从零星分散走向整体统一。

拓荒前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综合考
察事业在历史的湍流中跌宕起伏。

1972年，按照周恩来总理关于重
视基础科学的指示精神，中国科学院
激流勇进、勇挑重任，制定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规划，拉开了第一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序幕。

1973年 5月，首支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队（以下简称青藏科考队）成
立，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
统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一开始，我们的目标是收集资

料，填补空白，先对西藏做一个全面扫
描。”当时担任青藏科考队副队长的孙
鸿烈回忆道。

短短 4年里，青藏科考队规模不
断扩大，从最初 22个专业 70多人扩
展到 50多个专业 400多人。队员们采
用拉网式、滚地毯式科考方式，在 120
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穿梭往返，
沿雅鲁藏布江 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
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攀援，东起横
断山脉的昌都、西至羌塘高原的阿里、
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
藏北高原腹地。用孙鸿烈的话说，“像
梳头发似的，把西藏的山山水水都
‘梳’了一遍”。

“青藏科考是我一生中非常值得
纪念的一段时间。考察队各专业的人
整天在一起，经常讨论学术上的问题，
使我吸收了许多知识，获益匪浅。”孙
鸿烈说，他至今仍记得和植物学家吴
征镒先生在西藏考察时，一起交流地
层、土壤和植物的变化关系。

1979 年，经过 3 年室内研究总
结，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成
果问世。“这套丛书共 30 部 41 册，
2331万字，犹如一部西藏大自然百科
全书。其中记录的昆虫种类数以千计，
包括 20多个新属 400多个新种，首次
发现的缺翅目昆虫填补了我国该目空
白；记录了 300个植物新物种，许多是
西藏特有的……”今年 92岁的孙鸿烈
回顾当时的成果如数家珍。

这次科考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
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幕下，1980
年在北京召开的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
吸引了来自 17个国家的 80多位国际
学者参加，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与会科学
家。这次会议成为当时我国举办的规模
空前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打开了青藏高
原国际合作考察研究的新局面。
此后，综考会带领我国自然资源

综合考察事业迈向新的高峰。从江西
千烟洲红壤丘陵综合开发治理试验研
究，到黄土高原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再
到第二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一
系列轰轰烈烈的综合考察研究全面
展开。

对于青藏高原考察来说，从 1981
年到 1990年，研究的重点转向东南部
的横断山地区、北部的喀喇昆仑山－
昆仑山地区、可可西里地区。前后近
20年的考察，把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
几乎全部梳理了一遍，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

此后，中国青藏高原研究步入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从区域研究转向与
全球环境变化相关联的研究。21世纪
以来，中国科学院成立青藏高原研究
所，发起“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在
2017 年牵头开展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彰显了我国青藏高
原研究在国际上的引领作用。
“毫无疑问，对青藏高原的基本情

况，中国科学家是掌握得最详尽、最全
面的，因为我们几十年来没有停止考
察。”孙鸿烈说，中国一定能拿出世界
瞩目的成果，在这个领域占据国际领
先地位。

激流勇进

随着中国综合考察渐入佳境，
综考会作为我国自然资源考察的
“领头羊”，肩负起组织协调跨地区、
跨部门、跨学科的大规模综合考察
重任。

在竺可桢的带领下，从 1956 年
到 1960 年，综考会先后组织黑龙江、
新疆、西藏、华北和西北、长江与黄
河、甘肃和青海、内蒙古和宁夏等 11
个综合科学考察队南征北战，让综
合科学考察在中国大地上空前广泛
地展开。

这些考察有的论证了重大工程项
目，如南水北调综合考察；有的带动了
新兴学科发展，如冰川和沙漠考察；有
的则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先行作
用，如第一次新疆综合考察。

中国工程院院士、地理资源所研
究员石玉麟和新疆的缘分，就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第一次新疆综合
考察中结下的。
“1957 年，我从北京农业大学

（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提前毕业，被
分配到综考会，跟着中国科学院院
士李连捷会战吐鲁番、探险罗布泊、
露宿天山顶、跟踪塔里木河，走过新
疆很多地方。”88岁的石玉麟回忆。

石玉麟至今仍记得，吐鲁番会战
期间，他们每天顶着烈日考察，能看
见真正的“火焰山”———红色的硝酸
盐盐土在热空气折射下呈现一闪一
闪的“火焰”。在天山考察时，遇到雨
天，没有帐篷，就两人一组把随身携
带的油布铺在地上当床，大衣当被，
再盖一块油布挡雨，露宿山顶。一次
行车途中，车辆翻倒，队员们被甩到
路边，一只铁桶带着惯性擦过石玉
麟脑际，稍有偏差便会头破血流……

他们冲破艰难险阻完成的这次
考察形成了丰硕的成果。至今，在石
玉麟的书柜里，仍放着 1套共 11册泛
黄的专著，它们是 13个专业的 200余
名科学家耗时 4年为新疆建立的第一
代科学资料。这次考察还提出建立粮

食、棉花、甜菜、果品、畜牧五大生产
基地的设想，推动中国科学院在新
疆筹建科学研究机构———新疆水土
生物资源综合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前身之一），
为新疆总体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战
略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竺可桢

说。作为综考会“掌门人”，年过七旬
的他和考察队成员一起踏遍祖国山
河，作出许多重大的科学论断。例
如，要充分发挥多学科联合作战的
优势，从各个角度论证，把自然资源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资
源考察总方向应“远近结合”，既要
有长远目标，同时也要为解决当前
重要问题提供方案。

后来担任综考会主任的孙鸿烈
说：“竺老的这些论断为中国自然资
源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
础，至今仍是我们开展自然资源研
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南征北战

踏遍青山绿水，中国科学院的科
学家们并不只是纯粹为了“摸家底”，
而是背负着“任务”和“学科”双重责
任，让祖国建设有自然根本可依，有
科学根本可循。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综合科
学考察中，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就提出
“以任务带学科”的思想。
“须知任务是能够带动学科的，

它能帮助我们建立新的学科。”竺可
桢曾指出，在制订考察计划时应以
中心任务为出发点，对各学科提出
要求，这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源科学
的发展。

这一思想已在我国波澜壮阔的
综合科学考察实践中得到检验。
“今天，我国的资源科学已经从

无到有，从最初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体系。”地
理资源所研究员封志明说。

他表示，早在 2001年制定的《全
国基础研究“十五”计划和 2010年远
景规划》中，就把资源环境科学列为
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包括资源科学
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资源与环
境管理 3 个一级学科。2009 年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
类与代码》又将“环境科学技术与资
源科学技术”列为 62个一级学科或
学科群之一。目前，全国有上百所大
学设有与资源科学密切相关的院系。
“对于发展资源科学，中国比世

界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要重
视。”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成升魁说，
“这源于我国的国情，我国人口多、家
底薄，所以要认识资源、开发资源、保
护资源。”

成升魁表示，资源科学的核心和
“总钥匙”是人与资源的关系。在持续

数十年的综合考察中，中国科学院的
科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推
动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
老一辈科学家最早提出要“协调人与
自然的关系”，发出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先声。

1963年，竺可桢联合中国科学院
内外 24位科学家向中央上书：“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必须按客观规律办
事。如果违反了它，就会事与愿违，使
生产发展受到阻碍。”

1986年，石玉麟带队开展中国土
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
提出中国最大人口承载量约 16亿人
的科学结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影响。

198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
院长的孙鸿烈提议建立标准化、规范
化、制度化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CERN），涵盖我国主要生态系统类
型，为推动资源环境科学发展、解决
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重大问题
提供重要基础支撑。相关研究和示范
项目在 2012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20世纪 90年代，综考会的老一
辈科学家在资源综合考察基础上，根
据国情，提出建立“节约型国民经济
体系”等前瞻性、战略性科学建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自然资

源考察和资源科学关注的问题发生
变化，从资源考察利用的前端向消费
利用的后端转移，从单独的资源或生态
问题向与人文、消费等相结合的复杂问
题转变，从国内区域研究为主向跨境研
究转变。”成升魁说，“资源科学研究只
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才能源源不断
地为国家提供科学的建议。”

1979年，郭长福、孙鸿烈、漆冰丁（左起）等人在西藏雅鲁藏
布江中游宽谷区开展土地资源考察。

1975年，研究人员在珠穆朗玛峰登山科考。 1990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考察时车陷
在路上，考察队队员们一起推、拉车辆。

中国综合考察事业奠基
人竺可桢。

2012年，成升魁（后排左四）与考察
队员在海拔 5500米的澜沧江源头第一
乡莫云乡考察。

2020年，封志明（后排右五）与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队员在玛旁雍错。

蒋志海制版

2002年，西藏昌都地区可持续发
展咨询考察期间，队员们在外野餐。

开山立学

山河为证


